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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亚杰从生物学的适应性和平衡化概念出发, 论证了有机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进一步通

过认知过程与生物学过程的“同构”, 建立了一种结构论的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的主要论题包括：主客体相互作

用论、认知结构的建构论, 以及心理逻辑论等。皮亚杰的理论建构方法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 皮亚杰强调功能相

对于结构的逻辑先在意义。功能是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平衡化。因此, 皮亚杰的方法论是一种功能论。第二, 皮

亚杰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辩证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一方面批判唯理论, 另一方面批判经验论, 最终形成了一套

独特的认识论体系。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对当今心理学和心灵哲学研究中诸多“难问题”, 诸如“他心问题”、“归纳

问题”等, 可能提供了元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的引领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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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的著述覆盖了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

领域。心理学界非常重视皮亚杰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例如, 他曾任瑞士心理学会主席、法语国家心理联

合会主席、第 14 届国际心理科学联盟主席, 并于

1969 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哲学界也非常重视皮亚杰的学术身份。在 1965 年出

版的《哲学的洞察与错觉》(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一书中, 皮亚杰说道：“我的身份是心理

学家和认识论学家,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结识了非常

优秀的哲学家群体, 他们经常友善地赞扬我和鼓励

我, 这令我倍感荣幸。” (Piaget, 1965/1971, p xiv)其
中, “赞扬与鼓励”是指, 尽管皮亚杰自己没有提出

申请, 依然被哲学界同行推选为国际哲学研究会成

员。也正是在这一本书中, 皮亚杰不避讳地批判哲

学的自上而下“启发”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

的知识, 并因此坚定地选择了科学化的路径。 
与之相对应的是, 皮亚杰却遭遇到研究方法不

够科学的批评(卢濬, 1982)。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因

为这样的批评使得皮亚杰理论遭遇了某种偏见。以

至于今天的研究者常常有“皮亚杰过时了”的感慨

(李其维, 2010)。于是, 关于皮亚杰的研究呈现出一

种悖论：一方面, 多数研究者都不否认皮亚杰理论

的重要贡献与巨大影响; 但是, 另一方面, 皮亚杰

理论在当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关于皮

亚杰的研究也日渐稀少。如果一个理论影响很大、

很重要, 那为什么又鲜有人去研究它呢？ 
皮亚杰的思想丰富庞杂, 著述众多, 所涉及的

学科领域广泛, 这增加了我们今天从整体上去理解

和把握皮亚杰理论的难度。本文拟沿着皮亚杰发生

认识论的方法论这个线索, 梳理他相关著述的逻辑

关联。研究方法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而言, 往往是界

定其学科部类的依据。对皮亚杰研究方法的批判蕴

涵了科学心理学对皮亚杰的学术身份的不认同：皮

亚杰的学术身份究竟应该归属于哲学还是心理学呢; 
皮亚杰是一个哲学家呢还是一个科学家？因为学术

身份不清晰, 这让后来的研究者缺少对皮亚杰的学

术认同感。这可能也是今天皮亚杰研究遭遇障碍的

一个原因。 
本文将梳理前期研究关于皮亚杰在认识论、生

物学类比方法论、结构论方法论领域的著述;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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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梳理, 揭示皮亚杰理论体系中几组核心

构念之间的逻辑关联, 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呈

现辩证法作为皮亚杰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辩证法

事实上构成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理论建构的起点。

希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解析, 我们能够对皮亚杰的

学术身份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皮亚杰理论并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学,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认

识论。我们更应该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看作是一

种创新性的心智科学。在这样的视角下, 我们才能

放弃一些关于皮亚杰理论的误解与偏见, 并认识到

发生认识论对当下认知科学面临的诸多“难问题”的

前瞻性意义。 

1  核心概念定义：从表型复制到反
省抽象 
发生认识论的一组核心概念是通过平衡建构从

生物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从生物学到认识论的迁

移体现了皮亚杰的理论创造力。 
皮亚杰生物学研究的理论预设是进化论, 即有

机体通过“适应”自然环境而发生演变的过程。但是

皮亚杰的进化是主客体互动进化论, 他既批判了外

源性的拉马克主义 , 也批判内源性的新达尔文主

义。拉马克进化论强调环境的压力让有机体发生适

应性改变, 并将这种改变固化到遗传因素中, 从而

使得个体适应性成为了种系的适应性演变。改变的

动力是来自外部环境, 内部遗传机制只是被动地接

受环境的作用。这个过程是外源性的。新达尔文主

义是经典达尔文主义与基因学说的结合。该理论认

为, 生物体的进化基于基因的偶然变异, 变异的结

果被动地接受环境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 有机体

内在的机制, 即基因, 与外部环境的选择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个体的生存与繁衍只是基因变异与环境

选择之间的概率事件。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是内源

性的(皮亚杰, 1967/1971/1989; Messerly, 2009)。 
拉马克进化论最主要的问题是“获得性经验的

可遗传性”始终没有得到生物学证据的支持。皮亚杰

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这并不是他批判拉马克

主义的主要原因。事实上, 皮亚杰也在收集生物学

证据来支持“获得性经验的可遗传性”1。在皮亚杰看

来, 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都忽视了有机体内

部机制的主动性以及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拉马克

                                                           
1 有关的论述请参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2007, pp37-43)一书

中的讨论。 

主义将有机体看作是被动地接受来自环境的作用 ; 
新达尔文主义则将个体变异当作是完全随机的偶然

事件, 有机体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变异和环境对变

异的选择。皮亚杰认为这两种学说共同错误在于 , 
无论进化的源动力是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 两种

学说首先假定了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之间是没有互

动关联的。皮亚杰受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影响 , 
认为有机体会主动地、创造性地, 以及有目的地响

应环境的要求(柏格森, 1941/2004)。生物进化是内源

性和外源性因素之间的互动建构过程, 即, 只有当

有机体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互动, 才能建

构新的有机体结构(Piaget, 1974/1980)。因此, 皮亚

杰的进化论是建构性的。 
皮亚杰引入“表型复制” (phenocopy)的概念来

阐释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之间的互动。 
“表型复制”是指从表现型到基因型的反向作用, 

是基因对表现型的“模仿”和“复制”, 而“所谓复制实

际上是(基因型)基于有机选择的重新构成” (Piaget, 
1974/1980)。从表现型到基因型的作用可以有多种解

释, 其中简单的做法是采用拉马克“用进废退”式直

接作用的方式, 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也是一

种可能的解释方式。但是皮亚杰却选择了第三种方

式, 即“基因型复制了先前的表现型”。这一解释最早

是由勒纳(Lerner)在 1956 年提出来的(Piaget, 1976/ 
1978)。勒纳延续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观点, 
强调进化过程是目的性的, 有机体在进化过程中拥

有自身的主动选择(柏格森, 19491/2004)。表型复制

就是有机体的主动进化得以实现的生物学基础。 
皮亚杰研究了一种蜗牛(Limnaea stagnalis)和一

种景天类植物(Sedum parvulum)的表型复制。当蜗牛

在生活在平静的湖水中时, 螺壳较长, 在湍急的溪

流中时, 螺壳则变得较短以适应水流的冲击。皮亚

杰将不同形态的蜗牛养殖在水族箱的人工环境中 , 
考察水流环境改变与螺壳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他

发现, 大约 5~6 代以后, 这种表现型的变化就显示

出了基因型的固化。当景天生长在不同海拔高度时, 
植株高度和叶片大小也会发生改变。皮亚杰在这些

植物中也观察到了表型复制的例证(Piaget, 1976/1978)。 
根据主动进化的观点, 有机体的内部机制和外

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建构了表现型。表现型和外部环

境之间存在双向互动, 基因型对表现型具有决定作

用, 表现型通过表型复制反作用于基因型。于是, 以

表现型作为中介, 有机体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之间

建立起了互反性的相互作用(图 1)。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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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机制对外部环境的作用被称为同化(assimilation), 
内部机制的主动调节叫顺化(accommodation)2。同化

和顺化的结果是形成了有机体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平

衡化, 即适应。 
 

 
 

图 1  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建构过程 
 

按照这个模型, 当环境发生改变时, 表现型与

环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在环境压力下, 表现型需

要顺化于环境作用而做出调节, 比如, 在湍急的水

流中, 蜗牛需要更用力地附着在岩石上, 肌肉对螺

壳的牵拉力也会增加, 在长期牵拉力的作用下, 螺

壳的生长会变得更宽而更短。当表现型发生了改变, 
在有机体内部机制也产生了相应的不平衡, 即在表

现型和基因型之间也发生了去平衡化的适应性压

力。在这样的压力下, 基因型也会发生顺应性调节, 
即表型复制(Piaget, 1977a/1995; Piaget, 1979/1995)。
在这个过程中, 基因型的调节不是随机的、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目的性的。最终, 有机体的内部机制

和外部环境之间通过双向互反作用而建立了新的平

衡。这种平衡是新环境、新的表现型和新的基因型

之间的新的平衡。因此, “生物的进化是建构性的” 
(Piaget; 1974/1980; Piaget, 1977a/1995)。 

尽管表型复制缺少充分的生物学证据, 但是皮

亚杰还是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接受了它, 并相信生物

学会给出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这一概念。 
由此出发, 表型复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

一观点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乃至于相当可信。一方

面, 这显然意味着对环境的征服除了被认为是生命

基本同化倾向的延伸, 通常是以对表现型的顺化或

对经验知识进行简单尝试作为开始的。另一方面 , 
这也意味着, 借助内部对平衡化的需求, 这些尝试

随后将引起形式上更为稳妥的同化作用。这些同化

作用会涉及每个依次升高的发展水平 , 从“发生性

                                                           
2 Accommodation 常常被翻译为“顺应”。左任侠先生强调应该

译为“顺化”。一方面, 顺化与同化在汉语词型上对应, 更能体

现出主客体双向互动的意思; 另一方面, 顺化是主体主动调节

以适应环境要求, 顺化与顺应虽一字之差, 对这种主动性的表

达则有了差异。 

同化”开始, 或是从对充分顺化的表现型的复制(或
者说是重构, 如果我们对表型复制的理解正确的话)
开始, 并最终将达到包括科学思想在内的各种水平

的认知同化。(Piaget, 1974/1980) 
通过上述这一步论证, 皮亚杰将这个建构性的

生物学模型迁移到了认知过程中(Piaget, 1977b/1995)。
用皮亚杰的话来说 , 认知过程与生物学过程是“同

构” (isomorphic)的。皮亚杰认为, 知识获得既不是

外源性的也不是内源性的, 而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互

动建构的结果。在认知模型中, “表型复制的认知等

价物”就是“反省抽象” (reflecting abstraction) (Piaget, 
1974/1980)。 

皮亚杰论证道：“所有的新知识都是以抽象为前

提的” (Piaget, 1974/1980), 但是抽象可以被区分为

两种类型。针对外源性经验的抽象是儿童感知世界

的“直接的”和“简单的”方式, 诸如, 将重物放在手

上掂量, 于是获得了关于重量的抽象。第二种抽象

是“包含了所有逻辑−数学抽象化的情形。我们可以

称之为‘反省抽象’, 因为它不是从客体本身出发的

直 接 抽 象 , 而 是 对 动 作 或 运 算 的 协 调 的 抽 象 ” 
(Piaget, 1974/1980)。反省抽象构成了从经验到内部

运算的逆向作用。这个作用等价于从表现型到基因

型的“表型复制”, 于是, 形成了与生物学模型同构

的认知建构模型(图 2)。 
 

 
 

图 2  认知结构与客体世界之间的互动建构过程 
 
认知模型与生物学模型一脉相承的是“同化”和

“顺化”、“建构”和“平衡”等概念, 它们构成了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体系的概念基础(von Glasersfeld, 1979, 
1982)。 

在皮亚杰的理论中, 平衡既是指一种状态, 也

是一个过程, 而皮亚杰更强调其过程性的含义。当

有机体适应了环境时, 就达成了某种平衡; 当环境

发生改变, 有机体不再能够适应环境条件时, 就是

“去平衡化”。去平衡化会促使有机体做出必要的调整

以恢复平衡。可以看到, 这个“平衡——去平衡——

再平衡” 的过程最终又指向了个体对环境的“适应”。 
与 生 物 学 模 型 同 构 的 认 知 模 型 也 是 通 过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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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去平衡——再平衡”过程来实现知识的建构。

在认知模型中, “动作”是内部机制(认知结构)和外部

机制(客体世界)之间的互动界面。皮亚杰意义上的

“动作” (action)包括了感知−运动水平上的实际的身

体动作(act)、前运算水平对表象的运算(operation)、
具体运算水平对符号的运算, 以及形式运算水平上

对命题和关系的运算等。 
儿童首先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作用下, 通过感

知−运动的协调建立了针对特定环境的动作格 式

(scheme)。例如, 儿童发现“一拉绳子, 铃铛就会发

出响声”, 这就是一个动作格式。它代表了在儿童的

认知结构和环境客体之间建立了平衡。这也是一种

适应。当环境发生了改变, 例如, 儿童遇到一个新的

铃铛, 不再是上下拉绳子, 而是左右晃动绳子铃铛

才会发出声响, 这时, 儿童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动作

格式。对外部客体世界, 动作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

抽象性应答; 对内部认知结构, 动作则通过“反省抽

象”在多种初级动作格式的基础上形成高阶幂水平

上的新格式, 例如, 儿童通过对各种拉动绳子的动

作格式的反省抽象而形成了诸如“因果性”、“力”和

“传递”等高阶幂水平的动作(运算)格式。新的动作格

式的形成就是儿童在认知层面上实现了运算结构的

重构。这是儿童在更高抽象水平上的平衡化。新的

动作格式拥有了更广泛的适应能力, 儿童的认知能

力就因此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在这个平衡——去平衡——再平衡的过程中 , 

环境和有机体的内部机制之间发生的作用既有同化

也有顺化。正因为如此, 这个过程才是“建构性”的, 
而不只是有机体被动地接受外源性的干预或内源性

因素的随机变异(Piaget, 1950)。于是, 我们可以说认

识正是个体的外源性和内源性因素在“动作界面”上

发生相互作用, 进而形成的新“适应性”。 

2  元理论建构：从功能到结构的逻
辑修葺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论目标是用科学话语来

言说知识起源的问题(皮亚杰, 1972/1981)。自古希腊

以降, 认识论就被约束在两个主要的传统之中, 一

是唯理论, 一是经验论。唯理论传统将知识预设为

某种先验范畴在经验领域中的逻辑延伸; 经验论传

统则以人和世界的经验互动作为获得知识的前提。

唯理论的先验预设受到了科学主义的质疑; 而经验

论则在“休谟三问”以后丧失了其理所当然的必然性

(罗素, 1948/200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 心理学家开始参与

到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中, 希望通过“科学心理学”的

策略来解释“人是如何获得知识的”“人是如何学习

的”等问题。但是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超越唯理论或

经验论的哲学范畴, 而只是在某一种元理论预设的

前 提 下 , 对人 的 认 识 问 题 做 现 象 学 的 描 述 (黎 黑 , 
2013; 蒋柯, 2018)。与这些工作相比, 皮亚杰则另辟

蹊径, 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外开拓了一条建构主义

的认识论进路。皮亚杰的工作显然逾出了寻常意义

上的心理学研究, 而是在元理论的层面上开宗立派, 
创设了一门新的认识论——发生认识论。皮亚杰常

常被当作一个哲学家, 但是他却坚定地将自己的认

识论定义为一种科学(皮亚杰, 1972/1981)。因为在其

理论建构的起点上, 皮亚杰就采取了与经典认识论

和心理学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皮亚杰的结

构论。 
皮亚杰关于结构论的著述事实上极大地推动了

20 世纪中后期的结构主义运动。 
使“结构”一词在心理学中大行其道, 皮亚杰功

不可没。如今的任何一本发展心理学著作都以讲“认
知结构”为时髦。皮亚杰所著《结构论》3一书是其

阐述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经典著作 , 他在此书中对

“结构”做出了整体性、转换性和自动调节性这三个

特征的经典概括。视皮亚杰为结构主义运动的旗手

并不为过。(李其维, 弗内歇, 2000) 
皮亚杰的结构论在文学、艺术、社会学和哲学

领域收获盛誉 , 并使得其他类型的结构论也可以

“附丽于皮亚杰的运算结构论之上” (李其维, 弗内

歇, 2000)。皮亚杰的结构论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

职能, 是因为它“既是方法论, 也是哲学认识论” (李
其维, 弗内歇, 2000)。 

皮亚杰认识论是对康德范畴论的扬弃。他继承

了康德的范畴论, 舍弃了康德的先验论, 用“感知−
运动协调”为范畴提供了一个发生性解释(熊哲宏 , 
2002)。按照康德的范畴论, 没有感性材料的知性是

空泛的, 同时, 没有经历知性加工的感性材料是没

有认识意义的。范畴是认识的基础规定性, 它规定

了感性材料以何种方式被“结构化” (康德, 1781/2004)。
因此 , 认识过程似乎可以被描述为“基于某种结构

的结构化过程”。这里的结构既是认识的前提, 又是

认识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基于结构论的认识论。 

                                                           
3 Les Structralisme, 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1979 出版;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在国内出版(后多次重印)此书的翻译版时译为《结构主

义》, 由倪连生和王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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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观点在心理学诸多理论流派中都得到了认可, 
诸如, 构造主义、格式塔主义, 以及当前的认知主义

和认知神经科学等。这样的结构论认识论要么走向

先验论, 如乔姆斯基的先天语法假说; 要么走向还

原论, 如认知神经科学将神经生理结构看作心理过

程的必然前提。对此, 皮亚杰批评道：“他们所要的

结构没有历史 , 更没有发生过程 , 没有功能 , 而且

和主体没有关系” (皮亚杰, 1979/2007, p.46)。这意味

着, 皮亚杰所指的“结构”应该是历史性的、发生性

的、是主客体建构的, 以及是伺服于某种功能的。

正是因为皮亚杰式“结构”具有了这些特征, 他的结

构论才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皮亚杰通过定义结构的三个特征奠定了结构论

作为方法论的意义。这三个特征是：整体性、转换

性和自我调整性(皮亚杰, 1979/2007, p. 4~6)。 
整体性 
当我们说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系统, 就意味着：(1)

它有一个内与外的边界 ; (2)它是由若干成分构成 , 
并且这些成分服从于某种规律而联结成系统(皮亚

杰, 1979/2007)。 
一个结构有内与外的边界, 意味着每一个结构

自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以及结构与结构之间存在

可能的互动关系。而结构内部构成成分也需要按照

某种规则联结成为整体。在结构之间, 我们可以通

过一个结构而获得关于另一个结构的认识; 在一个

结构之中,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成分而获得关于另一

个成分的认识, 这种活动就是运算。按照不同的运

算方式, 结构“间”和结构“内”的多种组织形态被建

构起来, 诸如, “群集” (grouping, groupment)、“群” 
(group)、“格” (lattice)等4。皮亚杰看来, 这些组织形

态都是“逻辑−数学结构” (Piaget, 1949/1972)。结构

本身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组织形态, 当结构

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态之间发生互动关联时, 结构

就不可能是静止的了, 因而是历史性的和发生性的了。 
转换性 
皮亚杰的结构不是一个静止的“形式” (form), 

而是“一些转换体系” (皮亚杰, 1979/2007, p. 8)。著

名的 INRC 群就是由一组基本的逻辑运算, 包括顺

运算、逆运算、互反运算、同一运算等构成的可以

相互转换的体系。这一组基本逻辑运算构成的转换

体系几乎可以衍生出人类所有的思维形式, 诸如 16

                                                           
4 由于篇幅限制, 关于这一组概念的意义和相互关系不在本文

中赘述, 在其他场合有详尽讨论。下文将涉及到的 INRC 群亦然。 

种二元运算、256 种三元运算, 以及 65536 种四元运

算等(Piaget, 1952)。正是这些运算形式以及规定这

些运算的规则构成了结构本身。这样的结构就是皮

亚杰所谓的“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 皮亚杰所说的逻辑不是传统逻

辑学家“为人类思维立规则”的逻辑, 而是对“人是如

何思维的描述”。经典逻辑学实际上是逻辑学家的人

为“发明”, 而皮亚杰的逻辑是对儿童从出生到成熟

期间认知能力发展的形式化描述, 是人的全部知识

的形式化表征。诸如运动、时间、空间等最基本的

认知范畴 , 都可以被表述为一系列逻辑−数学运算

(Piaget, 1955; Piaget, 1949/1972)。 
结构的转换性再一次强调了皮亚杰式结构的发

展性。INRC 运算群所包含的运算相互之间都可以实

现转换和替代 , 也就是说 , 从任何一种运算出发 , 
经过若干次转换都可以再次回到起点。因此, 这样

的转换是循环的。但是每经历一次循环, 运算水平

就上升了一个阶段。在这样的螺旋式的循环中, 运

算结构得以发展, 儿童的认知水平也发生了跃迁。 
自我调整性 
结构的自我调整性使得结构具有了守恒性和相

对封闭性 , 这意味着“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

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之外, 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

结 构 并 保 存 该 结 构 的 规 律 的 成 分 ” ( 皮 亚 杰 , 
1979/2007, p. 10)。当一个结构保持守恒和封闭时, 
它就是平衡的。自我调整性就是一个结构维持自身

平衡的可能性。结构的每一次去平衡化, 都需要自

我调节以恢复平衡。“运算是‘完善的’调节” (皮亚杰, 
1979/2007, p. 11)。经过运算的调节, 儿童的认知结

构实现了从感知−运动协调一直到形式运算的阶段

性发展。因为有自我调整性, 结构才具有了历史性。

人的知识正是在结构的历史性过程中形成并实现了

形式化。 
通过上述特征, 皮亚杰的结构论回答了结构的

发展性问题。 
如果人们“视结构为主观理性的产物 , 后又投

射于对象, 于是才达到主客观的和谐与对应” (李其

维, 弗内歇, 2000), 那么就必然要遭遇结构是如何

发生或起源的问题。也就是说, 当结构被当作一个

客体的时候, 必然需要有一个对它负责的主体。当

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这样一个主体时, 先验论就成为

了必然的选择。如康德、乔姆斯基等人正是因为如

此而对结构做了先验的预设。与这样的结构论不同

的是, 皮亚杰的结构不是作为某个主体的客体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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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而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建构。也就是, 只有当

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时, 结构才会出现; 反之, 结

构的出现正是因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了互动。例

如 , 婴儿拉动绳子 , 听到铃铛的声音 , 这种主客体

的互动形成了儿童最初的感知−运动协调的结构。通

过这种发生学的解释, 皮亚杰的结构具有了一个不

依赖于先验论的起点。所以, 皮亚杰的“结构论”是

一种结构−建构论：皮亚杰意义上的结构既是历史性

的, 也是建构性的。结构论的建构既是一个过程, 也

是一种方法。 
总结起来, 皮亚杰的结构论所言的“建构”首先

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 互动就意味着“适应”, 而适

应就是有机体的“功能”, 是结构的发生性建构的逻

辑起点。于是, 皮亚杰的讨论从“结构”出发, 最终目

标指向了“功能”。所以, 结构论并不是皮亚杰的终

极目标, 他只是通过结构来表达功能作为有机体活

动的根本属性, 功能才是认识和智慧的起点。结构

服务于功能的实现, 即, 因为有某种功能所以才有

了某种结构：“在我的术语系统中……‘功能创造器

官’这一公式不但在表现型水平上是正确的, ……表

现型修改了内部环境, 正是由此产生的新框架, 有

选择地控制着在去平衡情况下产生的遗传性变异” 
(Piaget, 1976/1978), 即是说, DNA 结构或心理运算

结构的调节与重构, 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 从而

实现与环境的再平衡化(Piaget, 1974/1980)。皮亚杰

通过这样的论述确立了功能相对于结构的逻辑先在

性, 为结构提供了一个具有发生性的逻辑起点。可

以看出, 在功能与结构的关系上, 皮亚杰的结构论

与 20 世纪的结构主义思潮中其他人的观点都是不

同的。皮亚杰并不是将结构设定为认识论的逻辑起

点, 他指出, 这种设定必然不可避免地走向先验论, 
例如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皮亚杰, 1979/2007)。
只有当结构伺服于功能时, 才可能具有自足性。结

构的自足性正是来自功能的发生性建构。所以, 皮

亚杰的结构论也是一种功能论。 
当我们说皮亚杰持一种功能论时, 必不能将皮

亚杰对功能的阐述混同于詹姆斯的“机能主义”。詹

姆斯所说的“功能” (function)在逻辑上随附于有机

体的身体活动, 因此, 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实际上是

一种还原论, 而还原论本质上依然以二元论为基础

(蒋柯, 2018)。只有将功能相对于结构置于逻辑上的

先在,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心身二元论的难题(蒋
柯, 2016)。皮亚杰通过功能−结构关系的界定, 在元

理论层面上超越了当今主流心理学的二元论或还原

论主张, 从而表达了一种心身统一论的愿景。这也

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所追求的目标。 

3  思维方法：超越互反互证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dialectique)于 1980 年 10 月出版。皮亚杰在这

一年的 9 月 18 日去世。在这本书中, 皮亚杰报告了

他和同事对儿童在“物体确认”、“时空关系”、“数字

序列”、“人际关系”, 以及“不可理解关系”等十余项

任务中辩证法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和之前的研究

一样, 皮亚杰也是按照前运算阶段(阶段 I, 4~7 岁)、
具体运算阶段(阶段 II, 8~11 岁)和形式运算阶段(阶
段 III, 11, 12 岁)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 A 和 B
两个水平)的顺序来描述儿童的发展。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运算逻辑中的“因果性”、“概

括化”和“辩证法”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三种核心思维

方法：演绎法、归纳法和辩证法。其中, 演绎法的

和归纳法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皮

亚杰通过建构论批判了演绎法和归纳法, 而确立了

辩证法作为认识的发生性基础。正因为思维方法的

区别, 所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不应该被归属于一

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认识论。 
皮亚杰“把认知活动的所有形式都当作是辩证

的 , ……超越了将所有结构的建构都归结于演绎  
的——或推论的5——方法的局限” (Piaget, 1980)。皮

亚杰发现, “在全部的认知发展过程中, 都存在着‘推
论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的交替, ‘推论的方法’往

往因为缺乏仔细的分析和良好的定义而导致矛盾”, 
这时, 辩证的方法对于克服这样的困难则是至关重

要的(Piaget, 1980)。皮亚杰批判演绎的方法对公理

的依赖最终会导致先验论, 同时也批判归纳的(即引

用文字中“推论的”)方法缺乏必然性。他选择了在主

客体互动建构中实现的辩证法。皮亚杰通过对儿童

辩证思维的研究, 揭示了辩证法在儿童新知识获得, 
以及新的认知格式形成过程中所承担的不可或缺的

职能。 
需要指出 , 皮亚杰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正、

反、合”辩证法的超越与发展。黑格尔通过“正题、

反题、合题”的论证实现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即

任何存在都蕴涵其对立面, 可以表述为： 
A A  

这种矛盾双方的统一是一种互反互证的蕴涵 , 

                                                           
5 即指归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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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经典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的超越。这就好比一块

饼干被掰成了两半, 我们可以根据其中任意一半而

确证另一半的存在, 根据任意一半的形状而知道另

一半的形状。这种推论是必然性的, 是正题和反题

的综合统一。于是, 我们便能在更高水平上形成一

个具有必然性的综合命题。因此, 黑格尔强调, “只

有通过辩证法原则, 科学内容才能达到内在的联系

和必然性” (黑格尔, 1817/1980)。 
黑格尔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夏莹, 2019)。在黑

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 , 马克思通过“认识论视域中

的辩证法界定”和“存在论视域中的辩证法界定”两

个讨论, 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颠倒：观念

与实在之间关系的颠倒和运动和思辨之间关系的颠

倒, 进而创造性地实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辩

证法一方面将能动性返还到客体世界, 另一方面更

基于客体而对运动的可能性做出了回应(夏莹, 2019)。 
皮亚杰承袭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唯理论或先

验论的批判, 并进步拓展了辩证关系的发生域界。

皮亚杰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互反互证的关系, 而是可

以发生在任意两个分离的不同系统之间。它们不必

是相互对立的。当它们发生融合并产生出新系统 , 
其性质超越了原来的系统, 那么这就是辩证法。因

此, 皮亚杰辩证法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对立统一, 而

是在于相互独立双方的协调与确证。这样的确证产

生了新知识。因此, 皮亚杰辩证法是一种“发生”性

确证, 是新系统产生的起点(Piaget, 1980)。 
在皮亚杰看来, 如果直到那时被认为独立的两

个系统建立相互关系并融合为“一个其性质超越两

个系统的新的整体”, 那么就有辩证法。建立这些相

互关系的方式和整合得以实现的方式表现出如下特征： 
(a)新的整体从中形成的子系统固有的概念和基

本知识通过一个“相对化”的过程。 
(b)如果新的整体(或结构)的建构需要进行“追

溯改动, 以充实有关系统的以前形式”, 那么这种建

构蕴涵某个循环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一种螺旋

路线)。6 
例如, 躺在婴儿床中的孩子能看到悬挂在上方

的铃铛, 他的手能拉动一根垂下来的绳子。这本来

是两个独立的事件——知觉和动作。当儿童拉动绳

子, 并听到铃铛发出声响。这两个事件就产生了协

调。协调的结果是两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这个

                                                           
6 参见罗兰特·加西亚为《辩证法的基本形式》(Piaget, 1980)
一书所写的“跋”。 

过程就是一种辩证建构, 即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融

合而产生出一个新系统。在这种协调的基础上, 儿

童进一步对这种关系进行抽象, 这就是反省抽象。

反省抽象是在初级感知−运动协调的基础上进行的

辩证性建构。如前所述, 反省抽象是从经验到认知

格式的返回 , 所以 , 经过反省抽象 , 逻辑运算就完

成了一个循环。这是辩证逻辑运算区别于演绎法和

归纳法的特征。演绎法从公理出发进行自上而下的

运算, 归纳法从经验出发做自下而上的运算。这两

种运算方式都是线性的, 从一个起点开始指向另一

方向上的终点。辩证法的运算则构成了一个循环 , 
例如 INRC 群。但是这样的循环是发展性的, 皮亚

杰对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的区分正是参照儿童在

INRC 群中实现的循环运算方式, 当儿童达到了形

式运算阶段, 就能实现在 INRC 群中的完全互反运算。 
皮亚杰以 INRC 群为基础, 衍生出 16 种二元运

算和 256 种三元运算的公式(Piaget, 1952)。可以这

么说, 皮亚杰通过这些公式的书写, 表述一种系统

化的辩证逻辑体系。 
罗兰特·加西亚(R. Garcia)在为《辩证法的基本

形式》一书所写的《跋》中说道：这些工作“旨在把

皮亚杰思想与辩证法分开, 更确切地说, 把皮亚杰

思想与源于黑格尔的思想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分

开”。他把皮亚杰的辩证法定位为辩证法的“第四种”
观点, 区别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 以及马克思

之后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的思想运

用。加西亚同时也表达了对皮亚杰辩证法的前景的

担忧, 他写到： 
经典哲学家并不怀疑存在一种可靠的和一致的

认识论 , 可以用来做社会发生分析和心理发生分

析。只有超越了这样的观念, 即认知过程仅仅被设

想为一系列阶段的叠加, 并且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

阶段的转变只不过是跨越一个有冲突的情景, 那么, 
辩证法在认识论中固有的作用才能得到认可。

(Piaget, 1980) 
虽然皮亚杰的初衷是让范畴论摆脱康德先天论

的笼罩, 试图建构一种发生性范畴论, 但是, “皮亚

杰就像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童, 不断被精美的贝

壳吸引, 越走越远, 忘记了回家的路” (李其维, 弗

内歇, 2000)。即是说, 皮亚杰从范畴论出发, 希望通

过实证研究手段逐一验证每一个范畴的发生性特

征。但是在研究过程中, 不断有新的发现, 皮亚杰被

这些新发现引领着去开展接下来的研究, 最后却离

开最初的范畴论起点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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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们看到, 皮亚杰的辩证法一边抨击了

演绎法, 另一边也批评归纳法。当皮亚杰在批评这

两个方面时 , 却不经意地显示出了康德哲学的影

子。康德强调经验材料与先验范畴的结合才可能形

成知识。皮亚杰的辩证法也是通过两个系统——来自

经验的感知信息系统和来自遗传的身体动作系统——

的融合而形成新知识(Piaget, 1980)。这可以算是皮

亚杰在晚年向康德的致敬。 

4  研究方法：临床访谈法开启质性
研究之先河 
皮亚杰的研究方法是“临床访谈法”, 也被称为

“日内瓦探索技术”。这是脱胎于精神分析的谈话治

疗和比奈智力测验的方法(张刚要, 李艺, 2019; 张

小燕, 张国军, 2007; 张建卫, 刘玉新, 1998; 卢濬, 
1983; 曹传詠, 1962)。皮亚杰向儿童提供一些装置

和道具, 如天平、杠杆、砝码、橡皮泥、积木等, 要

求儿童在装置上实现某种任务, 如让天平保持平衡, 
或者预测或判断装置运行的后果, 如, 杠杆一端移

动, 另一端会发生什么; 或者一块橡皮泥被从圆球

状改变成长条状, 总体物质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在

这个过程中, 皮亚杰会向儿童提出问题, 并记录儿

童的回答, 包括各种动作和自言自语。皮亚杰认为, 
儿童的这些反应模式可以反映出他们在特定认知水

平上的思维逻辑。与精神分析的谈话法相比, 皮亚

杰的“临床访谈法”为儿童创设了任务, 让儿童通过

动作与语言的协调来回答问题, 而不是像精神分析

那样让病人完全在言语层面上做自由联想; 与比奈

的智力测验相比, 临床访谈法不仅仅只要求儿童做

“是”或“否”的回答, 而是进一步引导儿童对“为什么

会这样”做出解释。正是在儿童的这些解释中, 皮亚

杰抽象出了儿童的思维特征。因此, 皮亚杰的“临床

访谈法”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出声思维”的研究方法。

例如 , 为了考察儿童类别化嵌套关系的形成过程 , 
皮亚杰向儿童呈现一系列卡片, 一共有 18 个图形, 
其中 9 个是大的, 9 个是小的, 分为三种形状：3 个

正方形, 3 个圆形和 3 个长方形; 在另一个维度上, 
有三种颜色：6 个是棕色的, 6 个是蓝色的, 以及 6
个是白色的。3 种颜色和 3 种形状以及 2 种大小一

共组成了 18 种组合。以下是皮亚杰与儿童的对话(其
中黑体字是皮亚杰的话)： 

ANA (7 岁 6 个月), 在提问的第一部分, 猜测有

待发现的图形是棕色的大正方形, 但并不确信(把牌

子向右端移了 1/3), 因为：“是那个(棕色的大圆形)

或者是那个(大正方形)。——如果我告诉你是那个

(棕色的大正方形), 你更确信吗？——不, 我认为是

那个(棕色的大正方形)。——你更确信吗？——是的

(把牌子向右端移了 5/6：然而, 她已经说过它是大

的)。——如果我还告诉你它是正方形呢？——那么我

确信(把牌子移到右端)。——可能是另一个吗？——

不是(不过, 它可能是蓝色的或白色的, 她没有推断

出来)。——你知道 2 个事实：大的和正方形。这样

的图形有几个？——3 个(确定)。——你认为是那个

(棕色)吗？——是的。——确信吗？——(把牌子移到

右端)——我补充说它是蓝色的。——是那个(蓝色的

大正方形, 因而是正确的)。——确信吗？——完全

确信”。(Piaget, 1980) 
通过这样的方法, 皮亚杰考察了儿童思维逻辑

的形成和发展特征。皮亚杰认为儿童早期思维逻辑

的发展不适合通过实验方法来考察。因为他所考察

的逻辑不是既成的, 而是在活动中被建构的, 所以, 
与经典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不同, 研究者不能按照某

种既成的逻辑来形成假设, 并通过精确控制的、闭

合性的实验来验证假设。皮亚杰的研究是从儿童的

谈话内容中抽象出儿童的思维逻辑, 这是一个开放

的研究过程。 
一方面, 一部分心理学家不认可临床访谈法的

科学性, 认为这样的方法缺少足够的精确性和量化

分析, 也没有避免研究者先入为主的预设对儿童反

应的诱导。另一方面, 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则认为从

访谈中形成的原理过于经验化, 与哲学家所习惯的

形而上学的思辨策略相去太远(张刚要, 李艺, 2019)。
尽管皮亚杰通过访谈形成了关于儿童思维的高度形

式化的数学表征, 形成了若干数理逻辑公式。但是

皮亚杰的逻辑公式与出传统数理逻辑的公式所表达

的逻辑意义并不一样, 推演方式也有差异。逻辑学

家的逻辑公式排除了思维的实际内容, 是对思维过

程完全抽象的形式化表征。而皮亚杰的逻辑则是一

种“走向意义的逻辑”, 是心理逻辑(psycho-logic) (李
其维, 1987)。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对于在 20 世纪中期

大行其道的数理逻辑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尽管存在关于皮亚杰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指责 , 

但是心理学界还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皮亚杰通过这

种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这种

矛盾反映了心理学家自身关于科学性的焦虑。因为

心理学本身正在遭遇科学性的质疑, 因为心理学的

研究对象难以满足自然科学的标准, 所以, 对心理

学科学性的最低保障似乎只能来自对研究方法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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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心理学学术圈内,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

是, 学术团体之间多数时候都在围绕着研究方法而

争论。好象是, 只要实验依仗了足够多的设备、统

计技术足够先进, 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有了保障。 
波普尔提出, 科学的意义在于开放性的假设和

客观公正的检验, 这就是科学的“可证伪性”。只有

在关于科学的正确观念指导下, 我们才可能形成关

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理性态度。近年来逐渐得到心

理学研究认可的质性研究方法就是一个例子。质性

研究技术在探索一些复杂问题(例如复杂社会关系

中的个体心理体验)时显示出了比量化研究更准确

的问题指向性; 质性研究技术的科学性也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认可。实际上, 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 
针对复杂思维任务采取的“出声思维”就是质性研究

技术的一种特殊范式。在研究中, 被试主动地报告

自己所经历的思维过程, 这对于难以通过客观化技

术去探索的思维活动依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皮亚

杰通过与儿童的谈话, 实际上是在引导儿童进行出

声思维的反应。因此, 在研究方法上, 皮亚杰可以算

是将质性研究技术应用于心理学领域的早期开拓者。 

5  科学的认识论：发生认识论对心
理学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 皮亚杰通过方法论的分殊, 论证了发

生认识论的科学意义。 
皮亚杰首先对哲学“洞察”的认识论意义提出了

质疑。他指出, “相对于其他体系而言, 哲学为逻辑

学、心理学, 以及社会学这样的科学提供了发展框

架 , 但是 , 当我们在数学和科学领域遭遇它时 , 在

词语通达的现实层面上, 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智慧’
而不是知识” (Piaget, 1965/1971)。哲学认识论之所

以不能提供知识, 是因为它们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演

绎方法, 或者称之为“公理的方法”。当我们采用公

理的方法, 就意味着必须要承认认识的先验性, 因

为, 如果不诉诸于“神启”或先验知识, 公理本身的

合法性便得不到被确认。因此, 公理的方法实际上

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从公理出发的每一步

演绎 , 都是一种思维运算 , 在这个意义上 , 公理的

方法体现了“智慧”的活动。 
当论及科学时, 皮亚杰说：“智慧可以有很多种, 

但真理是唯一的” (Piaget, 1965/1971), 也就是说与

智慧相对应的、作为真理的知识形成于科学。皮亚

杰写到：“当知识是以明确的原因而被强加给每一个

个体时, 它立即变成了是科学的, 而不再是哲学的” 

(Piaget, 1965/1971), 即是说, 相对于哲学智慧的多

样性、隐喻性和相对性, 知识是唯一的、明确的、

强制性的。但是, 皮亚杰也指出, 经验论采用的自下

而上的方法(皮亚杰的文本中称之为“推论的”方法, 
也就是“归纳的”方法)不能获得认识的必然性。 

通过对先验论和经验论的批判, 皮亚杰开启了

关于科学的意义的讨论。在字面上, 皮亚杰认同罗

素关于科学的定义：“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 
(罗素, 1946/2004, p.11), 但是在“科学的价值”层面

上, 皮亚杰通过批判庞加莱主义和格式塔主义7, 进

而表达自己的科学观：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

客体的世界两相对应的意义上、在历史性的、发展

的过程中来言说科学知识的意义。这些讨论最终被

归结为皮亚杰的建构论, 即, 科学知识的发生性过

程不是公理论的演绎性的, 也不是经验论的归纳性

的, 而是建构性的。只有建构性的发生认识论, 才能

既保证科学知识的必然性要求, 又能摆脱先验论而

追溯认识的起点。所以, 认识论必然是科学的认识

论 ; 反之亦然 , 没有科学就不会有真正的认识论 , 
“如果一个系统与科学没有关联 , 那么它就不会有

效地形成初始的认识论, 而仅仅局限于对价值观的

阐释与辩解” (Piaget, 1965/1971)。 
正是通过发生认识论的科学意义的论证, 皮亚

杰的方法论为当代心理学的科学性困境移除了一个

主要的障碍。 
自笛卡尔以来, 心理学就被戴上了科学化的魔

咒(黎黑, 2013)。经典科学主义用客观性问题来质疑

心理学的科学性。经典科学主义认为, 客观性问题

的基础是科学研究的客−客关系预设, 即, 在科学研

究中, 研究者作为绝对的旁观者不会干预研究客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 无论观察者作何变化, 客体之间

的“客−客关系”不会发生改变; 科学知识是存在于

客−客系统中的客观实在, 等待人们去发现它。科学

家的工作就是从关于客−客系统的观察中 , 逐步抽

象出一般性原理, 这就是发现知识的过程。这是科

学的客观性。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纯粹的客−
客关系, 是作为主体的人和外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

系, 即是主−客关系。因为“心理”没办法直接地从第

三方视角予以观察与测量, 对“心理”的体验只能来

                                                           
7 皮亚杰著作有一个特点：他引用最多的理论也是他批判最激

烈的, 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理论建构影响最大的。柏格森、罗

素、庞加莱等人和格式塔主义在皮亚杰的著作中被引用的频率

都很高。他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的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来建构了自

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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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体自身的内观。所谓“心理”只能在主−客关系中

才能体现出来。行为主义的取消论, 认知神经科学

的还原论等 , 都是通过努力消解主−客关系以确保

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但是, 主−客关系是构成心理

学研究客观性的真正障碍吗; 自然科学只能研究纯

粹的客−客关系, 而不能与主−客关系兼容吗？ 
发生认识论解构了经典科学主义的客−客关系

预设, 让主−客关系成为科学的金标准。在皮亚杰的

结构−建构论中 , 作为观察者的“主体”和被观察的

“客体”不再是截然分离的 , 而科学知识正是在主−
客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是在

主−客关系中发生的某种事件(Piaget & Lévi-Strauss, 
1984)。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 而是人和客体

世界之间的互动建构。最终, 皮亚杰在三卷本的《发

生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pistémologie génétique. 
Tomes 1~3.)中完成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

学和社会学等知识的发生认识论整合, 论证了科学

知识如何在主−客关系中产生。在这一部著作中, 我

们可以看到皮亚杰对庞加莱《科学的价值》(1913/2007)
的继承与超越。在这部著作中, 皮亚杰系统地阐述

了他的“发生性科学历史观”。在皮亚杰之前, 胡塞

尔以现象学的分析论证了主−客关系在科学研究中

的基础性意义(胡塞尔, 1965/2007)。皮亚杰的主−客

关系也是对胡塞尔的继承与超越(Piaget, 1965/1971)。
皮亚杰的工作往后则启发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

构》中所表达的“范式论” (叶浩生, 2006)。直到今天, 
这种以主−客关系来定义的科学意义虽然还没有得

到自然科学家的完全认同, 但是, 从庞加莱、胡塞尔

到皮亚杰, 再到库恩, 他们的努力事实上正在促成

科学史观的逐渐演变。 
通过对科学意义的重新定义, 皮亚杰消解了心

理学科学化进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 主−客关系

不再困扰心理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客观性来自研

究方法的规范性而不是研究主题的类型。 
从心理学自身的方面来说, 建构论以“适应”和

“协调”作为本体预设, 为当代心理学开启了一条心

身统一化的进路。 
心身二元论是心理学科学化道路上另一个根本

性的障碍。自冯特以后, 历代心理学家都在努力探

索弥合心−身断裂的可能进路。心理学的历史中曾经

有过三次创建, 分别是冯特创建了意识心理学, 弗

洛伊德创建了无意识心理学, 以及詹姆斯创建了适

应心理学 , 其中适应心理学是“学院派心理学中最

有价值也最有影响力的”, 它孕育了机能主义、行为

主义、认知主义以及进化心理学等当今主流的心理

学理论流派(高申春,杨硕, 2011)。适应心理学的很多

工作, 尤其是当下的进化心理学, 为心理如何从有

机体中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途径。可

以说这是一种可能的心身统一策略(蒋柯, 2018)。 
适应心理学的思想源流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

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

释愿景, 与此同时, 也让心理学掉进了一个心−身悖

论的“陷阱”。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种“生物进化

论”, 进而“把进化论扩展引申为心理学思想的基石

是一个逻辑的僭越” (高申春,杨硕, 2011)。从控制论

的角度来看 , 进化论的核心是“适应”, 即 , 生物进

化过程之所以能够实现, 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必须存

在某种联系和互动。这联系和互动即是“适应”。达

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自然选择是一个完全随机过程, 
有机体与环境选择之间没有必然性联系。因此, 达

尔文进化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这正是皮亚

杰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所指。如前文所述, 进化论

是发生认识论的元理论之一。在多种进化理论中 , 
皮亚杰选择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这与他年轻

时受柏格森著作影响不无关系(Piaget, 1965/1971)。
创造进化论强调有机体的主动选择在进化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 将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即“适应”——

定义为进化的驱动力(Piaget, 1976/1978)。皮亚杰用

生物学意义上的“表型复制”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反

省抽象”两个概念, 在有机体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

和外部环境作用之间建立起了互动关系, 避免了达

尔文进化论和新达尔文主义关于“适应”的逻辑悖

论。唯如此, 发生认识论才有可能成为达成心身统

一的有效策略。 
反对的意见会认为：创造进化论描述了一种目

的性的进化过程(柏格森, 2004)。这种目的性会使得

有机体“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基因型以适应环境的作

用。其中最大争议在于“获得性经验的遗传”。尽管

皮亚杰为此提供了某种解释, 但是, 在得到明确的

生物学证据的支持以前, 多数科学家更愿意选择以

随机变异和概率选择为基础的“自然选择”学说。 
对此的回应是, 生物学围绕“表观遗传学”的研

究从来没有中断过。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来, 有

一些零星证据表明环境作用会影响到 DNA 的转录

(皮亚杰, 1989; 皮亚杰, 1979/2007)。2019 年, Cell
刊登了 Posner 等人(2019)和 Moore 等人(2019)两个

团队各自的研究成果。他们都发现线虫可以通过

RNA 将个体记忆遗传给后代(Posner et al., 2019;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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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etsky & Murphy, 2019)。这可以算是“获得性经验

的可遗传性”的一个证据。尽管研究者表示, 目前只

发现在线虫这样简单的生物体上发现这样的现象 , 
还没有证据表明人也可能实现记忆的遗传。但是 , 
我们可以预期, 表型复制假说得到更多生物学证据

的支持也许不会太遥远。 
除了解决心理学安身立命的宏旨问题之外, 皮

亚杰的方法论还为诸多中观水平上的“难问题”提供

了可能的应对方案。 
首先是 “归纳问题”。自休谟以后, 直到 20 世

纪, 哲学家终于承认建立一种统一的归纳逻辑是不

可能的(罗素, 1948/2001); 归纳推理的心理学研究

开展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但是, 除了对现象描述之

外, 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具有“解释性”的理论或

模型。因为归纳问题涉及到“新知识的获得”、“概念

形成”等问题 , 这些问题都是心智或意识研究中的

“难问题”。发生认识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回

答了初生婴儿如何从零经验开始建立起关于世界的

知识体系。在发生认识论的框架下, 皮亚杰对儿童

的“时间”、“空间”、“力”、“速度”等基本认识范畴的

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和研

究的结论对我们今天继续探索这些问题而言, 仍然

是极好的研究样例和理论基础。我们今天依然需要

在发生认识论的框架下来言说这些问题。 
第二是“他心问题”。这是心智研究的另一个难

问题。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论证了“自我”的存在, 
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唯一自我悖论”。于是, “他心问

题”就成为了困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又一个“难问

题”。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 , 虽然形成了围绕

“心理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并发现了“镜像神经

元”作为他心认知的神经基础, 但是, 如果没有认识

论作为元理论, 这些研究并不能超越现象层面的描

述而对他心问题做出真正的“解释”。他心问题还衍

生出了诸如“动物心智问题”、“机器人心智问题”等。

发生认识论以感知−运动的协调作为起点 , 描述了

儿童心智从主体内到主体间的平衡建构过程。这个

模式也可能被用来解释人−人之间、人−动物、人−
机器人之间的心智建构特征。 

第 三 是 心 智 计 算 与 具 身 认 知 问 题 。 20 世 纪

50~60 年代以来, 计算认知主义和认知神经科学分

别借助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技术, 强势地挤

占了心智研究的理论空间, 使得建构主义的科学性

和发生认识论对认知科学的元理论意义被忽视。 
虽然皮亚杰也提出了一套逻辑学体系, 但是他

的逻辑与经典逻辑学具有不同的含义。皮亚杰的逻

辑不是规范, 而是事实, 或者称之为“规范性事实” 
(Piaget, 1963/1995; Smith, 2006); 皮亚杰所说的“运

算”也不同于计算认知主义的“计算”, 皮亚杰的运算

是感知−运动之间的协调。这种设定受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盛行的计算认知主义的批判8。计算认知

主义认为思维逻辑应该遵循经典数理逻辑规则, 并

且应该是可以与身体动作相分离的抽象设定。计算

认知主义的这种设定和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工

程学需求达成了默契, 从而使得皮亚杰的逻辑运算

观念受到冷遇。 
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 计算认知主义

不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李其维, 2008), 认知神经科

学的还原论预设也受到挑战(蒋柯, 2017), 与之对应

地, “思维即动作”的设定得到了具身认知领域的实

证研究的支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具身认知

研究的热度高涨。“回到身体”“用身体思考”等具身

性命题正是皮亚杰感知−运动理论的逻辑延伸(叶浩

生, 2010, 2019)。 
总之, 曾经被批判的那些皮亚杰的观点在 21 世

纪正逐渐得到新兴科学研究的支持。如此看来, 皮

亚杰的理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尽管这样, 作为一门

心理学的元理论, 要得到科学家的完全理解和认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 皮亚杰表现出了足够的

宽容和耐心： 
哲学家感到需要关注科学的局限, 这是完全合

理的, 但是有两个条件：不要忽视哲学的局限, 且要

记住科学本质上是“开放的”, 这些已知的局限总是

暂时的(Piaget, 1965/1971)。 

6  结语 
10 年前, 李其维在纪念皮亚杰逝世 30 周年的

文章里表达了对皮亚杰研究日渐式微, 皮亚杰理论

显得“过时”的感慨(李其维, 2010)。 
皮亚杰理论真的过时了吗？ 
回顾整个人类的思想史,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无数的经典理论在以千年计的历史中总是不断地沉

浮起落 , 时而被人们热捧时而被冷落 , 但是 , 这些

理论从来没有“过时”, 而是被时值当代的人们以不

同的方式去解读和注解。而一个理论被宣判为真正

的“过时”了, 只能是因为两个理由：其一, 这个理论

                                                           
8 参见 Campbell 和 Bickhard (1987)对福多的反建构主义做出的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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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已经被证伪了; 其二, 这个理论已经“完满了”, 
不再需要后继的研究予以补充和修正了。对于严格

的科学理论而言, 第二条理由是不可能成立的。科

学理论永远不可能到达绝对的“完满”。而历史上的

确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因为第一条理由

而“过时”了, 比如, 天文学的日心说、化学的燃素

说、物理学的以太说等等(库恩, 1962/2004)。 
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不难发现, 皮亚杰的发生

认识论非但没有“过时”, 相反, 其正在体现出对当

前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指导性价值, 例如, 关

于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界定依然被发展心理学奉为

圭臬。与之类似的还有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等, 
这些心理学历史上的经典理论从未过时, 只是它们

的主要概念不再是当前心理学主流话语的中心词汇, 
或者 , 新兴的研究技术促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话题 , 
暂时还没有找到与经典理论之间的结合点。所以 , 
经典理论也许不再占据当前主流话语的中心位置 , 
但实际上, 当前的热门议题并没有离开这些经典理

论的言说范围。例如, 当今有关具身认知的研究, 在

某种意义上就是用另外一种术语体系对感知−运动

协调理论的翻译和转述。 
尽管在今天皮亚杰和他的发生认识论多少有点

“寂寞身后事”的寥落, 但是, 皮亚杰的理论值得我

们继续去研究、领会和发展它。 
我们有理由期待“重新发现皮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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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aget’s works covered philosophy, psychology, biology, and logic,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The 

psychological communi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Piaget’s influence in the field. For example,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wiss Psychological Society, the President of the French National Psychological Federa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was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Award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in 1969. 

Should Piaget’s academic identity be that of a philosopher or a psychologist? This question is essentially 
about Piaget’s methodology, as it is not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that defines which branch an approach belongs to, 
but the method of study it adopts. Piaget’s theories are rich and complex, and his works are numerous. What 
connects such theories into a whole system is the constructional method of Piaget’s epistem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Piaget’s works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biological analogy 
methodology, as well as methodology of structuralism and dialectics, so as to analyze the key concep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It was hoped that through such reviews, we can learn 
from the core constructs of Piaget’s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are often misunderstood and ignored. It is also 
hoped that, by analyzing these contents, Piaget’s theory can be explained as being neither psychological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nor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in the general sense. Rather, we should think of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as an innovative science of the mind.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Genetic Epistemology can deal with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  

Piaget defined his core concepts by the theory of equilibrium-construction. He demonstrated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adaptation and equilibrium 
in biology. Furthermore, he constructed a structuralist epistemology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through the 
“isomorphism” of cognitive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Structuralism wa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but a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iaget’s meta-theory. Piaget 
established structuralism as a methodology by defin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integr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self-adjustment. 

Piaget’s way of thinking was dialectic. This dialectic referred to any two separate and different systems, not 
necessarily opposed to each other, which could merge and produce a new system. 

Finally, Piaget’s research method was clinical interview, as well as the Geneva Discovery Technique.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Piaget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early pioneer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In general, Piage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ethod had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First, he emphasized 
that relative to structure, function would be the precondition, in the sense of logic; that is, function was the 
adaptation of the organism to the environment. Second,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Piaget’s methodology is 
dialectics. His epistemology on the one hand criticizes rationalism,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riticizes empiricism, 
finally forming a unique epistemological system. Piaget’s Genetic Epistemology may provide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on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mind nowadays, such as the “other-mind 
problem” and the “induction problem.” 
Key words  Piaget; genetic epistemology; phenocopy; reflective abstraction; balance; construction 
 


